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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刑事司法事实判定中的

程序规则

比较法视角下的功能分析　

王志强＊

摘　要　本文以西欧制度为参照系，采用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综合律例和刑案，对清代命

盗重案中调查和判定事实的相关程序规则及其实践进行功能分析，阐释其制度安排与功能实

现的对应关系，说明相关制度的功能缺陷或特点，并力图揭示其制度设计深层的结构性机理。

本文认为，清代相关程序制度在确定管辖、证明标准及纠错等方面功能显著，而在限制公权力

方面明显薄弱。同时，当时制度旨在通过疏防查参、扣限审结和错案追究等机制，由政府系统

内部的实体性管控，实现督促勤政功能，并以此作为限制权力滥用的替代性手段。这种功能安

排和制度设计与政治结构密切相关，是当时高度集权的政府机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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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过程通常包括事实确认和法律适用两个环节。虽然在司法实践中，二者之间存在一

定的模糊地带，有时不能截然分开，但在逻辑上仍有所区别，其重要性也不可等量齐观。就刑

事司法而言，事实确认有时往往更为重要，绝大部分案件的争议焦点，往往都在事实问题的认

定。所谓“冤狱”之冤，绝大部分都并非出现法律适用阶段，而是产生于事实判定的环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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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同样如此。对于法律适用中的推理过程及其特色，法律史学者们已给予普遍关注，但对于

对案件至关重要的事实判定，除勘验技术外，往往为治中国法史者所忽略，即便史学的目标之

一是澄清事实真相。其之所以被轻视，原因恐怕有两方面：一是普遍认为，除了体表检验的传

统法医学技术外，中国古代法在事实调查的程序规则和证明标准方面乏善可陈，主要是基于官

员个人智慧的经验判断，〔１〕但缺乏有价值的规范和标准，因此也未从事实判定的视角剖析当

时程序设计的意义；二是由于案件时代悬隔，不能起古人于地下，案件文档背后的客观真实状

况，通常已无法获知，因此无法充分验证和评价当时制度运作的效用。〔２〕

然而，在刑事司法、特别是事实确认过程中，中国古代法真的缺乏程序规则吗？或者，缺乏

的是西欧意义上的程序规则？由于对“程序”概念的不同理解，一方面，自１９２７年徐朝阳《中国

古代诉讼法》以来，这一主题的论著不断涌现，旨在梳理中国固有的程序规则；〔３〕另一方面，否

定中国古代程序规则价值的论断也层出不穷。即便将其归为“重实体、轻程序”，也未能根本弥

合二者之间的分歧；其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亦未得到充分阐释。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和否定，

并不能加深对历史上制度状况的理解，其宣传上的效用和借古讽今的用意，往往也无助于解决

其指向的当下某些特定问题。〔４〕

本文拟以西欧式制度为参照系，采用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从清代命盗重案中事实判定的视

角，对相关程序规则及其实践进行功能分析，阐释其制度安排与功能实现的对应关系，说明相

关制度的功能缺陷或特点，并力图揭示其制度设计深层的结构性机理。

一、西欧视角：事实判定、程序及其功能

在刑事司法中，程序上的各项制度设计，大部分安排在本质上都服务于事实判定这一基本

司法任务。以西方当代刑事司法为基础，刑事法学者曾将刑事个案从程序启动到判决宣布的

过程划分为七个基本阶段：调查、逮捕、羁押、指控、庭前程序、庭审和判决。〔５〕这种划分，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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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疑狱集》、《折狱龟鉴》中有大量此类展示官员断案智慧的案例。
例如，著名的杨乃武与葛毕氏（小白菜）案，史称奇冤，但真相到底如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凭

借案发经年之后重新进行尸检的结果，认定被害人系正常死亡，从而撇清被告人的责任，以常识而论，本身就
颇可争议。关于该案的经典讨论，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ｌｆｏｒｄ，“Ｏｆ　Ａｒｓ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Ｏｌｄ　Ｌａｗｓ：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ｎｅｗ　ａｔ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７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８０（１９９７）．

仅就律例条文数量而言，《大清律例》中以程序规制性条款为主的“诉讼”、“捕亡”和“断狱”三部分，
律文４９条、条例３８６条（依据薛允升：《读例存疑》（黄静嘉编），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分别占律、例条文
总量的１１％、２０％；加上其他部分涉及程序规制的条文，数量相当可观。当然，这些条文中不少表现为刑事实
体法，与近现代意义上的程序规则并不完全对应。

如刑讯逼供，意识形态上的否定已基本完成，但实践中依然屡见不鲜，甚至铸就重大错案。因此，
如不能深入揭示其背后的机理和原因，仅从政治正确的论断出发，恐怕并不能根除其弊。

Ｊａｍｅｓ　Ｑ．Ｗｈｉｔｍａ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ｏａｄｓ”，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１９，１２２（２００９）．



本反映了前近代西欧制度的基本状况。〔６〕在逻辑上而言，除判决阶段外，其他所有阶段的基

本目标指向，都主要是事实判定，即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具体过程如何；实体刑事法律适用上关

注的此罪或彼罪划分、量刑的轻重，在这些阶段均非程序制度设计的考量要点。因此，刑事司

法程序的设计，除判决阶段外，基本上都以更好地查明案情为根本目标。〔７〕对照清代命盗重

案的处理，与西欧式制度相比，除庭前程序阙如外，其他判决前各阶段的位序和以查明事实为

目标的基本功能，也与此类似，并无显著差别。在这一意义上，刑事司法程序问题，有必要从事

实判定这一根本任务的视角下加以考察。

在事实判定的过程中，提高判断准确性的根本因素，其实不是程序设计，而是侦查和检验

的技术水平。各种程序的安排都各有其利弊。〔８〕不过，程序的合理设置，能够在当时特定的

技术条件下实现尽可能优化的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错失，并加强判断的公信力和说服

力。所以，程序设计本身的意义虽并不直接指向发现真相，但其通过发挥各种相关功能，间接

地使案件事实真相尽可能充分地得以呈现。

在前近代西欧式制度中，虽然各国基本理念和具体制度设置的差别很大，但为实现查明事

实真相这一刑事司法的重要任务，程序规则通常都需要处理管辖、证明、限权和纠错等四方面

的普遍性问题。为免冗繁，以十七和十八世纪英法为例略述其要。〔９〕这些功能中，其一曰

“管辖”，即明确案件应由何特定机关和人员负责进行事实调查和确认。〔１０〕这是由国家权力展

开刑事司法活动的制度前提。其目的当然不限于事实调查，也涵盖法律适用，特别是在调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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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英格兰的状况，参见Ｊｏｈｎ　Ｈ．Ｂａｋｅｒ，“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１５５０１８００”，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５５０－１８００，Ｊ．Ｓ．Ｃｏｃｋｂｕｒｎ　ｅｄ．，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９７７，ｐｐ．１５４６；法国的状
况，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ｏｗｅｒｙ　Ａｎｄｒｅｗｓ，Ｌａｗ，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ｃｙ，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Ｏｌ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Ｐａｒｉｓ，１７３５－１７８９：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４２２－４９３．

当然，这并不否认某些综合性制度的设计兼顾了事实判定和法律适用两方面，如审判人员等的回
避制度、起诉书的形式和内容等。

如当代比较刑事诉讼法所常论及：有罪者更愿意在普通法国家受审，而欧陆的程序法设计对无辜
者更有利。

法国１６７０年刑事法典（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和十八世纪初英格兰霍金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ｗｋｉｎｓ）
《刑事法专论》（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这一刑事法经典著述堪为代表性文献。英格兰没有与
法国类似的刑事程序法典。黑尔（Ｈａｌｅ）、霍金斯、伊斯特（Ｅａｓｔ）、齐蒂（Ｃｈｉｔｔｙ）和布莱克斯通（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等十
七至十九世纪刑事法著作中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论述，反映了当时英格兰该领域的基本规则状况。其中霍金
斯的两卷本著作时代较早（关于诉讼程序的第二卷初版于１７２１年）、内容全面，多次再版，被后来论者及法律
实践者奉为经典，颇具代表性。本文依据其第二卷第三版：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ｗｋｉｎｓ，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ｖｏｌ．２，３ｒｄ　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３９．

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　１６７０，ｔｉｔｓ．Ｉ，ＩＩ；ｉｎ１８Ｉｓａｍｂｅｒｔ，ｅｔ　ａｌ．，Ｒｅｃｕｅｉｌ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ｓ　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ｓ　Ｌｏ－
ｉｓ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ｓ：ｄｅｐｕｉｓ　ｌ＇Ａｎ　４２０　ｊｕｓｑｕ＇à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　１７８９，Ｐａｒｉｓ，Ｂｅｌｉｎ－Ｌｅｐｒｉｅｕｒ，１８２９，ｐｐ．３７２－３７９（后
引该法典仅注章、条、页码）；Ｈａｗｋｉｎｓ，ｉｄ．，ｃｈａｐｓ．１１１，４０４４，ｐｐ．１７３、１４０３４２６．



和裁判者有交叉（如旧制度下法国）、〔１１〕甚至合一的体制中，但厘清特定机构的管辖范围及其

权限，是配置社会资源、以查明事实真相的必要基础。其二为“证明”，即为证明犯罪事实，设定

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明确由何方提供、以何种方式提供、达到何种证明程度的证据。在英格

兰法中，这表现为起诉、被告回应方式和陪审团裁决的相关规则；〔１２〕在法国法典中，则包括起

诉、调查、讯问、质证等相关程序的规定，〔１３〕以及法定证据规则。〔１４〕其三为“限权”，即限制权

力、特别是公权力，表现为规制逮捕、羁押和刑讯等强制措施，并排除不合乎程序规范而取得的

各项证据。对逮捕的程序，英格兰法不厌其详；〔１５〕法国则对羁押和刑讯规制尤详。〔１６〕在证据

形式上，当时法国刑事法典中还有诸多条款排除具有程序瑕疵的证据。〔１７〕由于英美制度中完

全由非职业法律人士组成陪审团来判定事实问题，因此英美法的证据制度中还有较严格的品

格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和传闻证据规则，其功能是为防止这些审判者被职业律师所误

导。〔１８〕最后，第四项功能为“纠错”，即通过特定程序、纠正事实认定过程中出现的错失。在刑

事重案中，法国采取强制复审的程序，由巴黎及各地方高级法院（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ｓ）依据初审法院的

文案，对被告进行复审后，做出终审裁决。〔１９〕在英格兰，事实认定中的纠错制度相对较为薄

弱，主要依靠当事人通过形式瑕疵启动纠错程序，〔２０〕或由法官通过各种控制陪审团的方式实

现。〔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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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体制下，由刑事调查官负责侦查、并提出事实调查报告和判决的初步意见，并作为报告法官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参与裁判时的合议。直到１８０１年的《刑事调查法》颁行，在法国制度中，刑事调查官才完全退出
裁判者的角色。Ｓｅｅ　Ｓｔéｐｈａｎｉｅ　Ｂｌｏｔ－Ｍａｃｃａｇｎａｎ，Ｐｒｏｃéｄｕｒ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　ｅｔ　Ｄéｆｅｎｓｅ　ｄｅ　ｌ＇ａｃｃｕｓéàｌａ　Ｆｉｎ　ｄｅ　ｌ＇
Ａｎｃｉｅｎ　Ｒéｇｉｍｅ：ｔｕｄｅ　ｄｅ　ｌａ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　Ａｎｇｅｖｉｎｅ，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Ｒｅｎｎｅｓ，２０１０，ｐｐ．１７２７３．

Ｈａｗｋｉｎ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　９，ｃｈａｐｓ．２３，３２，４６，４７，ａｔ．１５５、３３６、４２８、４４２．关于十八世纪后期刑事审
判中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确立及其背景，参见Ｊａｍｅｓ　Ｑ．Ｗｈｉｔｍａｎ，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Ｓｅｅ　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　１６７０，ｔｉｔｓ．ＩＩＩ－ＶＩＩＩ，ＸＩＶ，ＸＶ，ＸＶＩＩＩ，ｐｐ．３７９－３８６，３９８－４０３，４１０－
４１１．

Ｓｅｅ　Ａ．ｓｍｅ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Ｊｏｈｎ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１３，ｐｐ．２５６－２７１．
Ｓｅｅ　Ｈａｗｋ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９，ｃｈａｐｓ．１２－２２，ａｔ．７４－１５４．
Ｓｅｅ　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　１６７０，ｔｉｔｓ．ＸＩＩＩ，ＸＩＸ，ｐｐ．３９３９８，４１２１３．前近代的英格兰，只有在个

别情况下才采用刑讯逼供；Ｊｏｈｎ　Ｈ．Ｌａｎｇｂｅｉｎ，Ｔｏｒ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Ｐｒｏ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ｐ．７３１３９．

Ｓｅｅ，ｅ．ｇ．，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　１６７０，ｔｉｔ．ＸＶ，ａｒｔｓ．３－２４，ｐｐ．４０１－０３．
不过，这些制度是普通法特定的陪审团和律师主导庭审制度背景下的特殊功能需求，因而不具有

普适性，而且也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允许职业律师为刑事重案被告人进行辩护后才出现的晚近现象。

Ｊｏｈｎ　Ｈ．Ｌａｎｇｂｅｉｎ，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１９０２３３．
Ｓｅｅ　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　１６７０，ｔｉｔ．ＸＩＸ，ａｒｔ．７，ＸＸＶＩ，ａｒｔｓ．１　＆６，ｐｐ．４１２，４１９，４２０．
Ｓｅｅ　Ｈａｗｋ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９，ｃｈａｐ．５０，ａｔ．４５８－４６２．
这些措施包括评论证据、对陪审团处以罚金、宽赦、中止审判、要求陪审团重新合议、及要求特别裁

决等；Ｌａｎｇｂｅｉ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８，ｐｐ．３２１－３１；Ｊｏｈｎ　Ｈ．Ｌａｎｇｂｅｉｎ，“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ｙｅｒｓ”，

４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６３，２８５－３００（１９７８）．



二、普适功能：管辖、证明与纠错

针对前述的功能要求，清代的制度和实践都作出了相应的安排。其中，在“管辖”和“纠错”

方面，清代的成文制度设计清晰、完备，相关实践而言、至少在程序运作上较为规范，也是既有

研究论述的重点。〔２２〕为明确对案件的调查和管辖权限，清代继承前代旧制，设计全面。概括

而言，其基本原则是由事发地的州县级官府主持事实调查、判定案情。如案犯散于各地，应依

据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远则各断的原则确定管辖地。〔２３〕如同一案犯在多处作案，

则区别情况，或由省级官员并案审拟，或移文通报、要求协助调查。〔２４〕特殊情况或人员涉案，

应由特定部门参与共同审理。〔２５〕

在纠错体制上，清代刑事案件、或称命盗重案的审理，采用强制报送上级机关审查的逐级
审转复核制。与审转复核以及各种上控机制紧密联系，当时还施行错案追究制。如果在复核
和再审中发现事实判定有误、甚至完全冤枉无辜或纵放有罪，即使没有任何腐败行为，承审官
员也将承担错案责任，依据“官司出入人罪”等规定受到处罚。关于审转制度，论者已多，不必
赘述。

这些制度的设置，实现了明确特定管辖责任和权限、以及上级监督管控的作用，是刑事案
件处理的重要基石。从现有史料看来，这些规定得到较严格的遵行，也难以轻易变通。重案审
理中，如果越权处断，官员将受到各种处罚。例如，康熙三十三年，山西布政使郭洪不与提刑司
会商、擅自批结命案，被罚俸六月。〔２６〕重案中，除个别例外情况下可变通审转要求，〔２７〕通常案
件都必须按照其严重程度报送不同上级机构，由其重新亲审。需要强调，在清代逐级审转的过
程中，不同于现代制度中有些高级审级只进行法律审、不做事实审，事实确认的问题不仅是其
必要内容，而且往往成为审核的焦点。因此，事实问题不仅出现于审转制度中某些环节，而是
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为各级审判官员所重视。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证明”功能，即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确定。但这方面的程序制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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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例如，滋贺秀三：《清朝时代の刑事裁判：その行政的性格。若干の沿革的考察を含めて》，载氏著：
《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创文社１９８４年版；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８３年版；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参见《大清律例》卷三十六“鞫狱停囚待对”，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页５７３－５７４。
参见“强盗”条例１０、１５，“窃盗”条例６；薛允升，见前注〔３〕，１９７０年版，第三册，页５９５、５９９、６５４。
前者如“窃盗”条例９：“各省营镇，责成将备，督率兵弁，侦缉贼匪。其缉获之贼，送县审究。如贼犯

到县狡供翻异，许会同原获营员质审。”薛允升，见前注〔３〕，第三册，页６５５。后者如旗人和军人涉案；参见“军
民约会词讼”律例各条。

参见《例案全集》卷二十五“藩司径将刑名批结”（页１７），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刻本。
如祖父母、父母控告子孙、呈请发遣的案件，因为考虑到“祖父母、父母之于子孙谊笃天伦，爱切毛

里，必其子孙桀骜难驯，方忍具呈首送”，因此除非控告者为嫡母、继母及嗣父母，其余均不必解勘由上司亲审。
“有司决囚等第”条例３７，薛允升，见前注〔３〕，第五册，页１２５７－１２５８；《刑案汇览》卷五十九“呈送发遣之案分别
免其解勘”，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刻本，页５８－６０。



清代立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只是通过司法实践未发展。清代刑事司法中，虽然被害人及其家属
控告是地方官府获得犯罪信息的重要来源，但报案人并不因此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所有的
证据收集，都由官府、特别是在基层的州县官主持下进行。

同时，在清代刑事司法实践中，执行极高的证明标准，即“诸证一致”。各种证据必须齐备、

一致，共同指向特定的犯罪事实。例如，在命案中，被告供词、尸检报告和凶器等缺一不可，加
上通常能够获得的证人证言，这些证据必须完全相互印证和吻合，不能存在任何矛盾。同样，

在盗案中，被告口供、事主失单和赃物必须完全一致。如果存在任何差异，必须有合理的解释，

如部分赃物失落、花费或变卖给陌生人士。〔２８〕

这一标准没有直接在律例中形诸文字，但相关环节中的各种程序性规则并不或缺。例如，

关于命案中的尸体检验，律例“检验尸伤不以实”条下有一系列详细规程。完成检验、并提出报
告，是确定命案事实的必要环节。乾隆十一年发生的命案，由于当时未经控告，多年后事发。

地方官以供证定案上报后，被刑部驳回：“……被殴身死，虽事隔五载有余，其尸骨现埋，伤痕轻
重无难检验”，仍坚持要求进行尸检。〔２９〕与此类似，乾隆二十一年叶世茂案中，知县因故未验
尸，根据其他证据定案审转后，被刑部驳回：“查命案成招定案，全凭尸伤，尸伤全凭相验。即或
尸久发变，例应详检明确，方成信谳。”〔３０〕在技术上，尸检报告的要求也不断细致化，以确定事
实细节。例如，道光十四年，通行要求尸检时“将扎伤、划伤分晰注明，不得统填‘刃伤’，以重刑
名而杜牵混。”〔３１〕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扎伤和划伤的区分，确定犯罪过程中的具体伤害细节，判
定被告人的恶意，并对其行为作出准确的法律定性。

诸证一致的证明标准虽然并未在律例规则中成文化，却是实践中基层官府上报案件能够
顺利通过上级逐级复核程序的必要条件，是刑事司法事实认定过程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实践
性程序规范之一。因已另撰专文，此不赘述。〔３２〕

三、功能薄弱：限权不足

在前述程序制度的诸项功能中，清代刑事司法事实调查的程序规则中，对权力滥用的限制
显得最为单薄。首先，对证人的权益保障相当薄弱。证人只是完全无辜的案件知情人，但在重
案的调查过程中，为保证他们到庭接受讯问和对质，他们往往会被羁押、或变相羁押，至少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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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Ｓｅｅ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
ｔｕｒ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ｐｒ．，２０１２）．
《新增成案所见集》卷三十七“殴死人命虽事隔五载不准免检案”，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刻本，页

３４３６。
同上注书、卷“尸伤未验即行定案部驳检明填图另拟”，页３７；《成案续编》“乾隆二十一年成案”，不

分卷，“尸伤未验即行定案驳案”，乾隆刻本，页１１２－１１３。
《续增刑案汇览》卷十六“检验金刃扎伤不得统填刃伤”，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刻本，页４０。

Ｓｅｅ　Ｗａｎｇ，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８．



保、限制行动自由。〔３３〕根据“故禁故勘平人”条的律文规定，只有“官吏怀挟私仇、故禁平人”，

才会受到处罚，而律注更明确强调，这里不能羁押的“平人”，“系平空无事、与公事毫不相干，亦
无名字在官者，与下文公事干连之平人不同。”证人名列文案，显然不在此条保护之列。根据同
一律条，“若因公事干连平人在官，事须鞫问，及（正犯）罪人赃仗证佐明白，（而干连之人独為之
相助匿非）不服招承，明立文案，依法拷讯，邂逅致死者，勿论。”〔３４〕因此，对证人可进行刑讯。

而且，这里规定的较严格的文案程序，只适用于重刑拷讯。只有“将干连人犯，不应拷訊，误执
己见刑讯致斃者，”才承担杖一百的责任。〔３５〕因此，官员在针对证人调查取证时裁量权力极
大，而受到的限制殊少。

其次，即使存在“故禁故勘平人”条律例等相关的底线程序规范，〔３６〕以约束官员在调查事实
时不得任意拷罚涉案人员，但在实践中的约束效果恐怕并不理想。各种刑案汇编中，在“故禁故
勘平人”、“陵虐罪囚”和“决罚不如法”等三类条目下，〔３７〕有大量因违法进行刑事调查和审问中而
导致严重后果的案例，而且不少还并非因命盗重案。〔３８〕从目前存世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通常
只有当出现较严重的后果、特别是被害人死亡时，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才会引起关注，肇事者才会
被追究。有的起因于非法抓捕、拘禁或押解。例如，康熙二十七年，宝坻知县王某因不候提解而
擅自解送犯人，致其脱逃，比照“提问之犯不监候、具题完日听其散居脱逃”例，被革职。〔３９〕康熙
四十年，沧州知州佟国瑞监禁被命案牵连的无辜者李应时，致其在监病死，被革职。〔４０〕嘉庆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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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雍正三年定例中提到：“其果係轻生自尽、殴非重伤者，即於尸场审明定案，将原、被、邻证人等
释放。”乾隆四十一年定例：“刑部发城取保犯证，如係五城送部之案，其案犯住址，即在原城所管地方，仍发交原
城司坊官取保；其餘各衙门移送案内，应行取保人证，倶按其居址坐落何城，发交该城司坊官就近取保。其由外
省州县提到人证，即令本人自举亲识寓居所在，交城就近发保，仍将保人姓名报部査核；其并无亲识者，酌量交城
看守。”嘉庆二十年改定例：“赴各衙门吿言人罪，一经批准，即令原吿到案投审。若不即赴审，輒行脱逃，及并无
疾病事故，两月不到案听审者，即将被诬及证佐，倶行释放。”（在原告不到庭的情况下，被告和证人可被羁押达两
月之久）咸丰五年定例：“直省审办案件，轻罪及干连人证交保看管。”“检验尸伤不以实”条例４、“鞫狱停囚待对”
条例９、“诬告”条例５、“故禁故勘平人”条例７；薛允升，见前注〔３〕，第四册，页９９８－９９９，第五册，页１２０６、１２２４、

１２６９。针对原告不到庭的情况，薛允升意识到“人证已受累不浅矣”，建议将控制被告和证人的期限改為一月或
半月，不过并未否认证人可予看管、限制其行动的做法；同上书，第四册，页９９９。他还指出，“紧要案证”如果没
有担保人，“既未便任其散处在外，而又不能一律收禁，是以交差暂行看押。”同上书，第五册，页１２７５。

见前注〔２３〕，《大清律例》卷三十六“故禁故勘平人”，页５６０－５６１。
“故禁故勘平人”条例５；薛允升，见前注〔３〕，第五册，页１２０４。
关于清代刑讯制度的相关立法及其实践，参见Ｎａｎｃｙ　Ｐａｒｋ，“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ｏｒｔｕｒｅ，”２９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Ｎｏ．２，ｐｐ．３７６７．关于清代制度与此前的区别，参看徐忠明、杜金：《唐
明律例刑讯规定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有的归于其他门类中，如《粤东成案初编》列为卷三十三“职官”“专擅枉纵”（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刻本）；
《成案续编》列于卷十二“审断”（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刻本）；《说帖辨例新编》卷四十三中“应捕人追捕罪人”中也有
不少此类案例（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刻本）。

例如，见前注〔２７〕，《刑案汇览》卷五十九“县丞妄拿平人滥责致酿人命”、“县丞任听衙役故押平人自
尽”，页１２；《刑案汇览续编》卷三十二“上弁违例用刑致毙窃贼”、“把总擅受棍责犯人致毙”，《刑案汇览全编》，法
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页１４５７－１４５８。

见前注〔２６〕，《例案全集》卷三十“犯人不候提擅解比案”，页１７。
参见同上，卷三十一“贼犯犯病放保身死成案”，页４。



年，直隶快役王明谦未经禀官传讯而擅自抓捕，致其自尽，被处枷号、充军。〔４１〕有的因为滥施刑
求。如雍正九年，襄城知县杨嘉因听信捕役，刑讯无辜平民致死，被革职。〔４２〕雍正十一年，盐
城知县朱崇豫因无名浮尸而刑讯乡约，致其死亡，被革职和严厉刑责。〔４３〕同年，贵溪知县王琰
听信诬告、刑讯无辜妇女，致其堕胎、自尽，被革职、赎杖。〔４４〕乾隆五年，凤翔知县熊文佐因酒
后坐堂、刑讯无辜者致死，被革职、杖罪收赎。〔４５〕嘉庆十九年，广西临桂县知县田畹审理窃案，
“辄将毫无指证之郭升等刑逼多伤，复押毙一命”，被发新疆。〔４６〕道光三年，贵州独山州知州谈
逢尧在审理一起诬告的窃案中，“并不传集人证究明虚实，辄以一面之词，用捶衣木棒迭责贺文
魁脚踝致毙”，被革职、满徒。〔４７〕还有的是由于越权听审和刑讯产生严重后果被处罚。如康熙
二十八年王弘祖案，因其身为武职、并无拷讯之权，但擅自刑讯，被革职。〔４８〕康熙三十一年张
信案，“查成三等虽系应行夹讯之人，但守备张信非系应审之员，恣意叠夹，以致毙命，”因此将
张信依例革职。〔４９〕嘉庆二十二年，福建巡检蓝沄擅受民词、枷号被告，致其跌毙，被处杖、
流。〔５０〕嘉庆二十四年，安徽县役张福禄越权拷讯、致人自尽，被判处满流。〔５１〕嘉庆二十五年，
广西同知赵椿因擅自刑讯、致被讯问人自尽，被处满徒。〔５２〕

还有的案件被追究责任，可能不仅是因为程序规范本身的原因，例如乾隆元年王志曾案。
作为镇南州知州，他将被捕的嫌疑人叠夹刑讯、致其骨折，被参革；云南总督还拟按当年新颁条
例，以“任意拷讯致死干连人犯”的罪名判其满徒。经刑部改拟按“官员故勘平人折人肢体成废
律”，减为杖一百、徒二年。〔５３〕但本案中，被拷讯者并未死亡，而且其确因嫌疑被人纠举，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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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参见《成案新编 !加减成案新编》卷六“陵虐罪囚”，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刻本，页９３；《刑部比照加减成
案》卷三十二“陵虐罪囚”，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刻本，页４；《成案备考》卷十“陵虐罪囚”，抄本，不注页码；《各省刑部
案》，杨一凡等（编）：《历代判例判牍》，第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页８０５；《比照案件》，同上，第八
册，页６５４。

参见《成案汇编》卷二十五“诬拿民人责毙案”，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刻本，页９。
同上注，“叠行满杖逼招致死拟故入人死罪未决减流驳案”，页８。
同上注，“刑书捏禀问官偏听以致犯妇自缢问官依威逼拟杖刑书拟军”，页４１４２。
同上注，“干连人犯刑讯毙命案”，页４。
见前注〔４１〕，《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卷三十二“决罚不如法”，页１７；《比照案件》，页６６０６６１。
见前注〔４１〕，《成案新编 !加减成案新编》卷六“决罚不如法”，页１０４；见前注〔２７〕，《刑案汇览》卷六

十“知州非刑拷讯被诬之人身死”，页２３２４。
见前注〔２６〕，《例案全集》卷三十一“武职刑审比案”，页１１。
见前注〔２６〕，“武弁刑审毙命成案”，页１１。
见前注〔４１〕，《成案新编 !加减成案新编》卷六“故禁故勘平人”，页９１９２；《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卷三

十二“故禁故勘平人”，页２；《说帖类编》卷三十六“蓝沄”，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刻本，页２３２４；见前注〔４１〕，《成案
备考》卷十“故禁故勘平人”，抄本，不注页码；《各省刑部案》，页８０５；《比照案件》，页６５３－６５４。

见前注〔４１〕，《成案新编 !加减成案新编》卷六“陵虐罪囚”，页９３；见前注〔４１〕，《刑部比照加减成案》
卷三十二“陵虐罪囚”，页５；《比照案件》，页６５５。

见前注〔４１〕，《成案新编 !加减成案新编》卷六“故禁故勘平人”，页９２；见前注〔２７〕，《刑案汇览》卷六
十“同知滥刑拷讯致妇女自尽”，页２６２７；见前注〔４１〕，《成案备考》卷十“故禁故勘平人”，不注页码；《各省刑部
案》，页８０４；《比照案件》，页６５３。

见前注〔４２〕，《成案汇编》卷二十五“叠夹骨折照非法殴打杖徒案”，页６。



“平人”，〔５４〕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被追究者可能将难以胜计。本案可能有其他背景，如云南总督
所引的当年新例、文案中提到的该官员其他过错。又如道光十二年，步军校联禧在押解宗室人
员时，不查明其身份而擅自将其锁颈，被处杖六十。〔５５〕其被处罚的根本原因，恐怕主要不是押
解中程序的违法性，而是对方具有宗室人员的身份。

在解释和适用这些程序性条规时，官府的态度通常是宽松地倾向于支持政府方面的人员。

嘉庆二十五年江苏魏三等殴死捕役案中，死者系市镇捕役，刑部认为案犯当时“虽未犯窃案，现
经讯明，该犯实欲结伙爬窃，是该犯等窃迹已明”，而死者虽然“未经奉有官票，第系集上汛快，

其于市镇匪徒缉捕，本其专责”，因此将案件定性为拒捕杀人、而非一般杀人。〔５６〕其中将该捕
役解释为有权对案犯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员，而对后者“窃迹已明”的所谓依据，是经事后讯问才
发现的事实、而非案发时的事实，其定性显然颠倒先后、牵强附会。

同时，如果相关证据是通过违反程序规则的途径获得，正式制度上通常并无排除其作为证据的
规定，实践中更无此类做法。因此，在事实调查过程中的官府滥权行为，并没有证据规则加以制约。

在当时律例中，有个别规范排除部分证据的效力，在程序上表现为“概不准理”或“立案不行”。涉及
刑事重案的至少有１２条。〔５７〕不过，其有的是由于认定提出证据的告状主体存在主观恶意，〔５８〕有
的是因主体存在缺陷。〔５９〕只有三条确是基于程序不当，〔６０〕但都是由于告状人投状方式不合
理、破坏正常的上控和管理秩序，甚至可能对皇帝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实际上限制的是当事

·５９５·

清代刑事司法事实判定中的程序规则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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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５８〕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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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２３〕，《大清律例》卷三十六“故禁故勘平人”，页５６０－５６１。
参见《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续编》卷三十二“囚应禁不禁”，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３４）刻本，页１３。
见前注〔２７〕，《刑案汇览》卷五十五“窃迹已明捕役无票亦属应捕”，页２９３２。
其他关于民事案件的规定，参见“典买田宅”条例１、“违禁取利”条例２、“越诉”条例１３；薛允升，见前注

〔３〕，第二册，页２８１，第三册，页３９９，第四册，页９８２。
共６条；“应议者犯罪”条例９：“凡宗室觉罗人等吿讦之案，察其事不干己，显係诈骗不遂者，所控事件立

案不行……。”“盗贼窝主”条例１２：“……其邻佑地保及兵役、平民能侦知瓜贼行踪，赴地方官密禀，该地方官即行严
拿，不许指出首人姓名，俟拿获瓜贼审实，将首人给赏。如瓜贼将首人扳害，立案不行。”“越诉”条例７：“军民人等干
己词讼，若无故不行亲齎，并隐下壮丁，故令老、幼、残疾、妇女、家人抱齎奏诉者，倶各立案不行……。”“越诉”条例

１８：“曾经考察考核被劾人员，若怀挟私忿，摭拾察核官员别项赃私，不干己事奏吿以图报复者，不分现任、去任文武
官，倶革职为民。已革者，问罪。奏吿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诬吿”条例２５：“凡官民人等吿訐之案，察其事不
干己，显係诈骗不遂，或因怀挟私仇以图报复者，内外问刑衙门，不问虚实，倶立案不行。若呈内胪列多款，或渉讼后
复吿举他事，但择其切己者，准为审理；其不系干己事情，亦倶立案不行。”“教唆词讼”条例３：“凡民人投充旗下，及卖
身后或代伊亲属具控，或将民籍旧事具控者，概不准理。”同上书，第二册，页２３，第四册，页７５８、９８０、９８４、１００７、１０２０。

共３条；“应议者犯罪”条例８：“凡宗室觉罗妇女，出名具控案件，除係呈送忤逆照例讯办外，其余概
不准理。”“见禁囚不得吿举他事”律：“…… 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若妇人，除谋反、叛逆、子孙不
孝，或己身及同居之内，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吿。餘并不得吿（以其罪得收赎，恐故意诬吿害
人）。官司受而為理者，笞五十（原词立案不行）。”“老幼不拷讯”律：“其於律得相容隐之人（以其情亲有所讳）、
及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若笃疾（以其免罪有所恃），皆不得令其为证。”同上书，第二册，页２３；见前注〔２３〕，
《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十六，页４８９、５７３。

“冲突仪仗”条例１：“圣驾出郊，冲突仪仗，妄行奏诉者，追究主使，教唆捏写本状之人，倶问罪，各杖
一百，发近边充军。所奏情词不分虚实，立案不行。”“越诉”条例２：“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 其
临时奉旨、止拿犯人治罪者，所诉情词，不分虚实，立案不行……”“越诉”条例４：“凡奸徒身藏金刃欲行叩閽擅
入午门、长安等门者，不问所吿虚实，立案不行，……。”薛允升，见前注〔３〕，第三册，页４５５，第四册，页９７８。



人的控告权，在功能上与限制公权力滥用并无任何关系。

与此相应，在刑事案件的事实调查实践中，程序性的舛错通常并不影响对案件的实质性事

实认定。例如，康熙四十六年，真定县差役白虎山等越境前往无极县抓捕被纠举的窃盗案犯刘

黑子，遭到拒捕，同行的纠举者死亡。两名差役因“不候该县添差、擅自拘拿”，依不应重律、被

杖八十。但这并未影响这一抓捕行动的性质，拒捕者仍“照窃盗拒捕杀人律”处断。〔６１〕又如雍

正十二年，都察院经历任琳将其跟役李倓刑讯、并解送回籍，被巡城御史查知，“提阅李倓供词，

虽据称与陈氏通奸之处，已经承认，但地方事务，自应地方官审理。今任琳系都察院杂职，并无

刑名职任，乃赴地方官衙门坐堂审事，遽用刑讯，又复滥行牌票，以作威福”，受到降三级处

分。〔６２〕但对原案中李倓的处理结果并未受到质疑，甚至并未重新审理以确认事实。

对公权力滥用进行限制，是程序制度的重要功能，也是间接保障事实判定可靠性的重要手

段。在这一方面，清代程序规则的文本上就相对薄弱，在实践中更不重视。这正是传统制度最

受诟病之处，也成为争议固有法有无程序制度和观念的焦点所在。

四、特有功能：督促勤政

清代的刑事案件处理中，有扣限审结和疏防查参制度，以督促基层官员勤于职责，不得废

弛懈怠。与西欧式制度相比，这是清代程序规则的特有功能。基层官员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

中固然受到错案追究的压力，但在实践中，文案和证据方面的错失，如经上级驳回而补充、改

正，就不会被作为错案追究，〔６３〕所以通常情况下因错案被处罚的官员并不多。更具有日常督

促功效的，是重案的扣限审结和疏防查参制度。后者指发生强盗案件后，地方官因疏于防范而

应受相应处分，除非能在特定时限内侦破案件、缉拿罪犯归案。〔６４〕与此相比，扣限审结制度的

涉及各种刑事重案，适用更为普遍和广泛，是刑事司法中最有效用的督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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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例成案合镌续增》，不分卷，“捕亡”“不候添差拘拿成案”，乾隆刻本，页２３；见前注〔２６〕，《例案全
集》卷三十一“不候添差拘拿成案”，页２３。

见前注〔４２〕，《成案汇编》卷二十五“佐贰将家下事件刑讯降调案”，页５。
见前注〔２３〕，《大清律例》卷三十七，页５８６；又参见《（雍正）大清会典》卷一八九，“刑部”四十一，页

２；《（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二十五，“吏部，考功清吏司，断狱”，页３４３５；《（光绪）大清会典》卷一二三，
“吏部”一百七，“处分例，官员断狱不当”，无页码；《（光绪）大清会典》卷八四三，“刑部”一百二十一，“刑律断
狱，官司出入人罪，无页码”（乾隆四十二年改定，道光十四年删）。例如，乾隆六年萧光远案中，“奉院台查核：
供情未协，批（按察）司再加确审。”“查定例：官员审理案件，有情罪不协、律例不符、失出、失入，经上司察明，驳
令再审，承审官按律例改正，免其纠参。承审错误之员已经缘事离任、无从改正，后官遵驳审明者，将从前之承
审官一体免议。等语。今桐城县知县孔毓铨将萧玉先被砍身死之案审理错误之处，既据接任桐城县知县储元
升遵驳审明改正，与审理案件情罪不协、律例不符、失出、失入，经上司驳令再审、改正免议之例相符。应将从
前审理错误之前署桐城县知县孔毓铨、已经离任、不及改正之署按察司事、江安督粮道、调任太通道王之锜、驳
后审明更正之安庆府知府伦达，均照例免其查议。”刑科题本，档号２－１－７－１３６－６，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页２７９４、２８３６、２８３７（页码据缩微胶卷编号，后同）。

参见相关研究和实例，见张伟仁，见前注〔２２〕。乾隆后期及嘉庆初年扣限参革之案，参见杨一凡
等：《刑事命案开参》，见前注〔４１〕，第六册，页６５４－６７５。



由于司法中检索和适用法律所需时间相当有限，所以限期制度主要是针对事实的调查和
判断而言。扣限制度的律例规定，主要集中于《大清律例》中“官文书稽程”和“盗贼捕限”，也散
见于“鞫狱停囚待对”、“应捕人追捕罪人”等相关条例；〔６５〕《吏部处分则例》中则规定了对违反
扣限制度的相关处分办法。其中，关于盗贼的缉捕和审结限期规范最为严密，因此产生瞒报命
盗案件的相关单行法规和案件数量众多。〔６６〕

扣限制度在清代的刑事司法中被严格执行。刑科题本中，重案审拟意见的最后部分，都会
详细地说明案件承审中扣限和展限的情况，以及基层官员是否因处理逾限应被处分。〔６７〕不少
规则允许适当延展期限，但延期并非理所当然，必须申报批准，而这种要求被驳回的情况也相
当常见。〔６８〕清代早期因逾限而被处罚之例，如康熙二十九年，山东昌邑发生命案，地方官多日
才检验、上报，被参劾，知县被革职，知府因“未据该县通报，又无尸亲赴控，实非知情隐匿”，仍
照例被降一级处分。〔６９〕康熙三十年顾畏案、〔７０〕许维楫案，〔７１〕官员分别因迭催不复、迟延通详
重案而被革职。康熙三十一年罗京案，因逾限日久而被参革职。〔７２〕康熙四十三年陈保定案，

知州因招解迟延，被参革职。〔７３〕康熙四十三年，永兴署县事何某因检验上报迟延，被降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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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例如，“鞫狱停囚待对”条例５、６、“应捕人追捕罪人”条例５；薛允升，见前注〔３〕，第五册，页１１２１、

１２２２１２２３。
参见《定例成案合镌》卷二十八“命案限期”等，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刻本，页２６２７；见前注〔２６〕，《例

案全集》卷三十“捕亡”，页２５７０；见前注〔６１〕，《定例成案合镌续增》，不分卷，“公式”“窃案扣限”等，页５７６９、

８８９３；“捕亡”“怀柔失事武职处分”等，页５８；见前注〔４２〕，《成案汇编》卷二十四“捕亡”，页６３９７；《成案续编》卷
二“审限仍扣入闱公出日期案”等，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刻本，页１７；《例案续增新编》卷六“展限外不许扣除转文
文行日期”等，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刻本，页１３１５；《成案续编二刻》卷一“承审病限二年以上革职现办工程差
务暂缓离任”等，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刻本，页４６５４；《成案所见二集》卷十六“承缉逃兵不力各官革职留任不
准捐复”，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刻本，页５８６３；《说帖辨例新编》卷四十三中“被参留缉盗犯十年未获奉旨免罪
释回”等，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刻本，页２９３４；见前注〔３１〕，《续增刑案汇览》卷十六“应行关查案件仍照旧例扣
限”，页１４１６；《新增刑案汇览》卷十四“命盗案照例定审限速结”，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刻本，页２３２６；见前注
〔３８〕，《刑案汇览续编》卷三十二“承审军流窃盗等案展限通行”、“致毙三命重案无得率请展限”，页１４２４。

例如，乾隆二年韦扶驾案，“本案于雍正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呈告到官之日承审起，除去封印日期、及
柳州府事件例得展限两个月，又卑职系接审之员，例得展限一个月，应扣至雍正十二年七月初三日，通限始满。
合并声明。”刑科题本，档号２－１－７－４２９０－４，页１０９６、１１４５。又如乾隆六年的吴清伯案，“限满未据审解，业
将承审迟延各职名详奉咨参在案。”“查此案应以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告官之日起，除许齐卓接审，例得展限
三个月，并武平县由府至省程限，计至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限满，未据审解，所有承审迟延之武平县丁忧知县
刘景福、接署知县许齐卓各职名，相应开参。”二人还因此罚俸三月。刑科题本，档号２－１－７－４５０４－２，页

１６０１、１６０５、１６０９。
见前注〔２７〕，《刑案汇览》卷五十八“犯供游移行提人证咨请展限”、“难结之案或奏或咨先请展限”，

页６９７１；见前注〔３１〕，《续增刑案汇览》卷十六“难结之案亲提复讯方准展限”，页１０１３。
见前注〔６６〕，《定例成案合镌》卷二十八“命案不检报成案”，页２２。
见前注〔２６〕，《例案全集》卷五“委审托病”，页３０。
见前注〔２６〕，“玩事命案”，页３６、３７。
见前注〔２６〕，“承审重案迟延成案”，页２９。
见前注〔２６〕，卷三十一，“检尸迟延成案”，页３９、４０。



分。〔７４〕康熙五十一年，湖北公安县知县陆守埰因未按要求将命案通详、仅上报本府，被革
职。〔７５〕雍正十一年，兴国州试用知县张淑迟延检验填报，致承审逾限，受到降一级处分。〔７６〕

乾隆五年，因尸体溃烂，寿州知州范从徹未经尸检即将案件上报，被驳后复检，以致迟延逾限，
“照易结不结例，革职。”〔７７〕

最夸张的严厉处罚，恐怕莫过于乾隆末年的汤廷芳案。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一
起盗案，当地官员失于查究，因事主上控、八年后被揭露，历任督抚、司、道均交部议处，当事知
县枷号一年、发遣，知府枷号半年、满徒，历任知县枷号三月、革职，其他知府枷号一月，惩罚力
度和方式令人咂舌。〔７８〕乾隆以后的刑案汇编中，仍可以看到大量各时期因为违限而被处分的
案例。〔７９〕

五、功能替代与政治机理

通过对清代刑事司法中事实判定方面相关程序规则的功能分析，可以看到清代的程序设

计呈现出特有的功能目标和体系。既有研究曾指出，为限制审判中的司法官恣意，中国传统制
度采用了被告认罪书、量刑的机械化、法律的细则化、当事人的翻案权和上级机关的复审权等
制度和方式。〔８０〕实际上，仅就事实判定而言，除具有纠错功能的审转制度之外，清代高标准的
证明责任、严格的疏防查参、扣限审结和错案追究制度，都着力于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旨在填
补限制官员滥权方面力度不足的制度漏洞。

在清代制度中，实际上执行的是形式审查与实体审查并用的监督机制。前者以诸证一致
的证明标准和疏防查参、扣限制度为中心，后者则是以审转复核和错案追究制，进行逐级实质
性审查及惩处。清代力图以这套复杂的制度运作，以实现在西欧同时代刑事审判模式中当事
人主导（如英国）、或侧重形式审查（如法国）的程序性约束所具有的功效。

清代的制度设计者们对案件的实体性复核格外重视，绝不轻易放松。道光二十四年，闽浙
总督提出变通地方重案解审办法的建议，遭到刑部明确反对。刑部意见中明确指出：

定谳固患稽延，而立法必期无弊。向来遣军流罪各犯尚须解省覆审，原恐案情或有未
符，致滋枉纵。矧人命至重，岂得以生杀之权诿诸属吏。在该督因疏脱堪虞、招解需费，辄
欲将解省亲讯之例改为委员前往督审，于定案虽觉便捷，第此例一开，不独地方官恃无上
司覆讯，于重大案件必致草草了结，且恐不肖之员或希图甄叙而妄拿无辜，或意存姑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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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见前注〔２６〕，卷三十一，“检验迟延成案”，页２３。
见前注〔６１〕，《定例成案合镌续增》，不分卷，“断狱”“人命止用验文报府又不通详成案”，页５６。
见前注〔４２〕，《成案汇编》卷二十六“承检迟延处分案”，页２３。
见前注〔４２〕，卷二十六，“身尸溃烂不即请检以致迟延部议革职”，页１９；《成案所见集》卷三十七“尸

烂未检奉驳检验迟延部驳应以报官日起限照易结不结革职”，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刻本，页３２３４。
参见《续增驳案新编》卷四“盗案迟至十年将各官枷号”，嘉庆刻本，页６８７０。
例如，嘉庆和道光时期广东地方的扣限和疏防参革诸案，参见《粤东成案初编》卷三十六“议处”“命

盗参处”、卷三十八“各项限期”，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刻本。
参见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擅自消弭。上司既不能周知，小民亦无由申诉。种种流弊，有防之不胜防者，殊失国家立

法精详之意。〔８１〕

通过程序条规的形式性来管控权力，显然比实体性的全面复核要方便和经济。那么，清代

以及此前的中国固有法中，何以要特别倚重如此严格的实体性审查来控制下级官员，而不更多

采用形式性监督？

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政治机制的权力和结构设置，即权能合一、等级管控的集权政府模式。

通过形式性的程序制衡，要件之一是有制衡力量的积极参与，有权利和能力提出各种程序主张，

并质疑实践中某项特定程序安排和进程的合法性。这种制衡力量，可以是利益攸关的当事人、特

别是其能获得职业律师帮助时，也可以是其他直接参与司法过程的权力机构，如现代的检控方。

否则，如果所有权力都掌控于单个机构或个人之手，而希望上级机构仅通过对文案进行程序性方

面的形式审查，来保障其程序的制约功能有效实现，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掌握信息不对称、又无

切身利害关系的上级将只能看到精心剪裁后的虚假文案、听到文过饰非的一面之词。

然而，清代的政治权力结构正是如此。在刑事司法中，基层州县官掌控了从侦查至拟判的几

乎全部权力，在过程和权能上基本没有分割。全能政府的理念下，官府甚至被要求作为整体应对

刑事犯罪，连地方管辖的制度安排都可置之一旁。〔８２〕在这种集权的强势政府面前，除了成本较

高的上控，当事人没有其他机会在事实调查和认定的过程中提出挑战州县官做法的任何质疑；而

且，他们也很难获得专业的帮助、以提出合法性问题。此外，也没有其他的平级机构分权，以制衡

州县官。上级机构获得信息的途径因此就相当有限。而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权力直接来源于中

央、来自最高统治者，权能又如此集中和强大，很容易形成地方坐大、鱼肉一方的局面。而且，由

于没有权力和职能分割，一旦基层官消极懈怠、粉饰太平，也没有其他同级机构可以催促和推动。

这两种极端状况的隐患，都将威胁中央权力的合法性和政权稳定。所以科层式的管控需求异常

突出。为弥补信息不对称的缺陷，当时的制度设计者们才强调以实质审查防范权力滥用、即要求

地方各级州县以上的府、道、司、督抚等各级地方官亲自重新审理刑事重案，且承担连带责任，以

防止地方滥权。同时，在方便获得信息的领域，如审案时限和证据比对方面，设定了形式性的标

准，即疏防、扣限和诸证一致等制度，以降低上级管控成本。正是在这种全能全责政府的政治模

式下，清代刑事司法中程序性制度及其功能，才呈现出具有时代性的特色。

这套程序制度的核心仍是实质性审查，是通过上级官员、特别是督抚等封疆大吏亲自重新

审查案件，来达到有效督责地方基层官的效果。但其存在明显漏洞，即在规定的时限内认真进

行实质性复核的成本太高。它的有效执行，只能特别仰赖于皇帝勤政和大员得力。但实践日

久，就难免因成本的压力而流于形式。不少案件都是草草过堂，未必能达到复核的预期效果。

乾隆年间定例，要求地方官对上控案件区别情况，亲自审办或委员审查，并规定“倘有应亲提而

委审、或应亲提委审而发交原问衙门者，即令该督抚指名严参，交部照例议处。”〔８３〕但这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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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８２〕

〔８３〕

见前注〔３８〕，《刑案汇览续编》卷三十二“命盗案犯应照定例解勘”，页１４３７。
“鞫狱停囚待对”条律文：“若违法（反）将重囚移就轻囚、多囚移就少囚者，当处官司随即收问（，不得

互相推避）。”见前注〔２３〕，《大清律例》卷三十六，页５７４。
“辨明冤枉”条例７；薛允升，见前注〔３〕，第五册，页１２３７、１２３８。



后来的执行状况显然并不理想，以致京控不断。道光十年的上谕中，针对民众上控，要求州县
以上的各级官员、特别是府、道级官员亲自提审。〔８４〕但上谕中对何种案件应该亲自审理，并未
作出周详的规定，显然也难奏效。两年后，涉及奸占、杀人的安徽马大禄案中，告状人三次控府
都未获提审，因此赴京控告，所以再次申明前法，并进行了条例修并，以明确责任。〔８５〕不过实
际效果仍不理想。如薛允升所评：“从前此等案件，颇为认眞，条奏者亦复不少，近则绝无人议
及，而定例亦视为具文矣。”〔８６〕在实践中，恐怕只有极端情况，才会真正引起高层重视、认真
复核。

同时，由于这种政治权力模式之下，政府全权全责，必然千方百计维护官方行为的正确性，

既为维护其权威地位，也为避免个人责任。因此，对事实判定中的错误进行纠正，会阻力重重。

光绪九年，刑部针对光禄寺少卿延茂的奏请，结合河南王树汾冤案，〔８７〕尖锐指出当时审转复核
制度中的积弊：

无如近日不肖州县玩视民命，多系草率从事，该管上司不肯认真详细推勘，非巧为弥
缝，即多方掩饰，岂能平反更正者，百无一二，而固执原拟者则比比皆是。推原其故，总由
各该督抚徇庇属员，回护原审，其尤甚者，明知案情实有冤抑、即据实更正处分亦轻，以为
与全案局面有碍，终不肯自认错误。积习相沿，牢不可破。〔８８〕

这里所谓“全案局面有碍”，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维护官方权威，拒绝承认官方的错讹。纠
错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而难称人意。但这一问题的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并非孤立的程序
制度和规则的问题，而是由其背后庞大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理念所决定。而其根本性改变，也就
绝非朝夕之功。

综上，清代刑事司法事实判定中的程序规则及其运作，具有其功能特色。从功能视角的分
析，便于我们理解其与西欧式制度和理念的差异，也便于揭示其背后的普适性功能关切。偏执
某方面的功能、作出过于理想化或妖魔化的描述，都无助于对历史制度的深入理解。同时，这
一分析揭示，清代相关程序安排和功能设计，与政治权力模式密切相关。从这一视角揭明传统
制度设计和运作在体制上的内在机理，不仅有益于理解当时的状况，或许也具有更普遍性的理
论意义。政治权力模式与具体程序制度的相关性，值得我们在设计现代程序制度时有所思考。

当代中国的相关制度改革中，如果期待更多地通过程序规则制约公权力滥用，而非仰赖实体性
的上级管控机制，恐怕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政治权力分配结构和政府角色的现代定位，需要在更
宏大的视野下观照细节性的程序安排问题。

（责任编辑：徐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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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２７〕，卷四十五，“控府三次不行提审饬查参办”、“上司并未亲提应即随案附参”、“上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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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允升，见前注〔３〕，第五册，页１２３８。
见前注〔６６〕，《新增刑案汇览》卷十五“盗犯临刑呼冤据实平反分别拟结”，页１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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